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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温州模式的若干思考 

张曙光 

各个地区都热衷于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温州人没有凑这个热闹，这是市场的选择而非政府的选择史 

晋川教授的《温州模式的历史制度分析》是一篇重要文章，不仅以警示的方式对温州模式的当下发展提出了质疑，值得温

州和浙江的官员和企业界人士认真思考，而且对理论研究也颇有意义。文章没有就事论事，而是从实践中提出问题，然后放在

历史制度分析的框架中加以解释，进而做出自己的理论和政策结论。面对目前国内学术界很多“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长篇

宏论，史教授的文章也值得学者们反思。我曾三次听过史晋川教授讲述温州的故事，对他观察到的三个现象及其解释，每一次

都提出过一点质疑，形成对这一问题的几点思考。 

关于产业结构演变 

史教授观察到的第一个现象是，温州制造业的结构演变缓慢。中心思想是指，到目前为止，温州的产业结构“基本局限于

低加工度和低附加值的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例如皮革制品、服装、塑料制品和打火机等”。那么，加快温州产业结构演变的方

向是什么？ 

笔者认为，产业结构演变有两个方向：一个是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从传统产业向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这

是人们普遍的认识。一个是在传统产业范围内，从低技术向高技术、从低加工度和低附加价值向高加工度和高附加价值发展。

也许有人认为，后者不是产业结构的演变，而是传统产业的提升，但传统产业的升级也是产业结构的演变。很明显，温州的产

业发展摈弃了第一个方向而取第二个方向。因为，温州作为一个地市级地区经济，第一个方向既无必要，也无可能。温州没有

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条件，全国也不可能每个地区（包括每个省市）都发展资本密集型和高新技术产业。 

目前，问题恰恰在于，各个地区都热衷于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结构雷同的现象相当严重，温州人没有凑

这个热闹，这是市场的选择而非政府的选择。如果认为产业结构演变只能是第一个方向，温州的确发生了史教授所说的“代际

锁定”现象。如果承认产业结构演变有第二个方向，温州也出现了向这个方向发展的苗头和趋向，如服装、皮鞋都有了自己的

品牌，打火机也装上了电子打火机心。问题在于温州业界对向这个方向发展是不是非常明确和形成共识，有没有一套有效的激

励措施和制度安排。要知道，轻工消费品始终是人们需要的，问题在于你能不能占据和扩大这个市场，并创造出新的需求。如

果认为产业结构演变还有第二个方向，那么，断言温州发生了“代际锁定”似乎为时尚早。 

关于外向型经济 

史教授观察到的第二个现象是，温州的“外向型经济步伐缓慢”。这就涉及到对外向型经济的理解，按照史教授的观察，温

州引进的外资少，“三资”企业少，引进的内资也少，温州的出口也比不上宁波和杭州。且不说温州与宁波和杭州的出口能不能

相比，这里不仅有出口结构的问题，而且有原产地的问题。单说引进资本和对外投资的问题，如果说引资多少是外向型经济的

重要指标，那么，对外投资也是外向型经济的重要指标，只讲前者不讲后者恐怕是不妥当的。温州引进资本少，但输出资本多，

就此而论，外向型发展并不慢。既然本身资本富余，为什么要大量引进呢？这也是市场的选择。现在国内资金宽松，但是，很

多地方还要大规模地引进外资，甚至引资不惜血本，税收减免，土地白送，出现了很多“赔本赚吆喝”的怪事，这也是政府行

为所致。温州地区的对外投资或者资本外流，对于温州乃至全国究竟是好是坏，是福是祸，或者利弊如何，恐怕不能简单地下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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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笔者想讨论一下 GDP 和 GNP 的问题。史教授也讲到了温州的 GDP 增长缓慢，这也是目前讨论地区经济问题时的一

个误区。一般来说，发达地区是人口流入地区，不发达地区是人口流出地区，地区 GNP 通常没有计算，而按常住人口计算的人

均 GDP，发达地区是夸大了，不发达地区是缩小了。但是温州的情况则相反，作为发达地区，温州既是资本流出地区，也是人

口流出地区，流入 80 万人，流出 140 万人，净流出 60 万人。按其常住人口计算的人均 GDP 是缩小的，如果计算温州的 GNP，

肯定比 GDP 大得多（注意：目前全国的 GDP 大于 GNP），如果按照实际人口而不是常住人口计算，温州的人均 GDP 也比现在

的数字要大很多。因此，简单地比较 GDP 是有问题的。同样，仅仅依据资本外流，也很难得出“产业空洞化”的结论。 

关于公共权力与私营经济的关系 

史教授观察到的第三个现象是，温州的公共权力和私营经济之间可能织成了一张“不可触摸的网”，阻碍着投资者的进入。

如果说前面两个观察还有某些数据支持，那么，这一观察只是从人格化交易中推测出来的。公共权力与私人经济是如何勾结的，

产权保护上的歧视和不公平表现在哪些地方，温州政府如何排挤外来投资者，史教授没有给出证据。须知，投资者来不来投资

有多种原因，每种原因的影响也不尽相同。 

不过，史教授提出的问题很值得讨论。目前，全国各地官要借商以谋私，商要靠官得庇护，不乏其例。这就提出了一个问

题，官商勾结在何种情况下容易发生和泛滥，从而形成一个“不可触摸的网”。一般来说，在中国目前的制度条件下，如果一个

地区只要几个大企业搞好了，官员的政绩也就有了。官员就会利用手中权力不遗余力地照顾大企业，大企业也会千方百计拉拢

官员，以获得政府控制的资源；如果一个地区没有像样的大企业，而中小企业很多，相互之间的竞争又很激烈，政府官员与任

何一个或者几个企业之间合谋都是比较困难的。温州的情况属于后者，如果政府和官员与区内所有企业合谋，事实上也就不是

什么合谋。 

关于人格化交易方式 

史教授的全部分析是建立在一个基本的理论假定基础之上的，即温州人的交易方式和商业模式是人格化交易，与这种交易

方式相适应的是“多边声誉机制”和“多边惩罚机制”。这个假说的提出，既来自对格瑞夫的历史制度分析框架的引借，也来自

史教授对温州现象的观察。格瑞夫的分析框架有效地解释了马格里布商人和热那亚商人兴衰的故事，堪称历史制度分析之经典，

史教授的观察也捕捉到温州发展中的某些重大问题，但正如前面的讨论所指出的，存在着某些含混、牵强和片面之处。 

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讨论，一个是温州商人是不是马格里布商人，温州的商业模式是不是人格化的交易，或者说，哪些地

方是（或者像），哪些地方不是（或者不像）。罗卫东教授的《温州模式：马格里布、热那亚抑或其他》提出了这个问题，并做

了很有意义的讨论，笔者不想多谈，只想指出一点，马格里布商人的伊斯兰背景和温州商人的地域特征恐怕是考察这个问题的

一个关键要素。由于伊斯兰教的背景和约束，马格里布商人内部是没有竞争的，而温州商人由于地域关系，也形成了一个“海

外生意网”，其间也会出现某些类似于人格化交易的情形，但地域约束大大弱于宗教约束，温州人之间不乏竞争，很难形成真正

的人格化交易。 

另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是，制度环境和交易环境在交易方式选择和制度变迁中的作用。马格里布商人和热那亚商人所处的

时代是 11 世纪至 13 世纪，当时既没有现代国家和政府，也没有今天的市场和市场基础设施，因而人格化的交易方式不仅是

需要的，而且是有效的。在一定程度上，这种选择也是弥补上述不足的一种方式。因此，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人格化交易是一

种前资本主义的现象。 

今天，已经有了现代市场和市场竞争，有了进入和退出的自由选择，人格化交易虽然仍然存在，但适用的范围已经缩小，

也许在一些社区型企业中还能够观察到这种现象，人格化交易表现为某种与成员权有关的关系。在传统的互助会中也盛行人格

化交易，但据说在印度，互助会也开始越出了熟人的范围，出现了公司化的经营形态。在一般的市场交易和激烈的市场竞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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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身份和资格已经基本褪色和大大淡化了。既然环境和条件已经变化，既然温州人已经形成了一个“海外生意网”，就出现

了一个新的发展方向和机会，即彻底打破温州人的地域樊篱，用温州人的“海外生意网”做中国与外国的买卖。 

须知，在现代市场环境中，生产加工、销售交易、创意设计、研究开发形成一个利润递增的系列，生产加工的利润是很薄

的，且随着竞争的加剧而越来越薄。销售的利润相对丰厚，主要依靠分布在世界各地的销售网络。中国正在成为一个制造业的

大国和世界制造业的中心，一方面需要加强研发和创意设计，提高加工深度和精度，逐渐从网络化分工的低端攀升到高端，另

一方面也需要建立和发展自己的营销网络，减少外商的中间盘剥。问题在于温州人有没有这样的眼光和自觉，能不能创造出这

样的机制设计和制度安排。这也许是温州人可以努力探索的一个方向。 

（作者为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 


